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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紀以來，隨著正向心理學的興起，正向教育（positive education）應運

而生，將正向心理學應用至教育情境，特別是學校之中（Green et al., 2011; Kern 
& Wehmeyer, 2021; Norrish et al., 2013）。這些年來，正向教育日益蓬勃發展，

至今已有不少學術研究產出（Huebner et al., 2022; Kern & Wehmeyer, 2021），

並且，全世界已有許多國家和地區的學校，致力於實踐正向教育（Seligman & 
Adler, 2018, 2019）。正向教育已然成為重要的教育趨勢之一，本文冀透過有關

文獻的探討，瞭解正向教育的意涵及其實踐作法。

一、正向教育的意涵

學術界對於正向教育的關注，最早可見於學校心理學學術期刊。由於幾乎

所有的兒童和青少年，成天都花費大量時間在學校之中，並且成為學校社群的

一分子，在正向心理學興起後不久，即見School Psychology Quarterly在2003年
（第18卷第2期）、Psychology in the Schools在2004年（第41卷第1期）分別出

版了專刊，探討正向心理學應用至兒童和青少年身上的潛能，特別是在學校之

中的應用，引發研究者們的興趣（Huebner et al., 2022）。幾年後，正向心理學

之父Martin Seligman發表文章，宣示正向教育為一個實體（Kern & Wehmeyer, 
2021; Seligman, 2008; Seligman et al., 2009）。在2009年以「正向教育：正向心理

學與課堂介入」為題的這篇文章當中，Seligman et al.點明父母最希望的是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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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幸福，但學校中所教導的傳統學業技能是獲取成就的工具，直指應重新考

量學校教育的目的，並進而將正向教育定義為傳統技能（traditional skills）和幸

福感（well-being）的教育，提出學校中除了學業技能之外，也應該要教導幸福

感技能，若將正向心理學注入課程之中，不但可以增進學生的幸福感，亦可同

時輔助學生有更好的學校／學業表現（Seligman et al., 2009）。

正向教育，在結合正向心理學的科學與最佳的教學實踐，鼓勵和支持學生

達成心盛（flourishing; Norrish et al., 2013; Slemp et al., 2017）。不同於傳統心理

學聚焦於零度以下、疾病與不快樂的負向人生，正向心理學透過科學研究，帶

領人們一窺零度以上、有意義和目標、充實美好的幸福人生樣貌，對正向心理

健康有更多的認識（Baumgardner & Crothers, 2014）。所謂心盛，是個人最佳的

正向心理健康狀態（Keyes, 2002; Lopez et al., 2018）。就其內涵，學者們提出多

元的要素。例如，Keyes（2002）認為心盛為情緒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會

幸福感的組合。Keyes 和 Annas（2009）提出感覺良好（feeling good）和運作順

暢（functioning well）為心盛的兩大要素。Seligman（2012）則提出心盛的最佳

幸福感模式—PERMA模式，其中包含了正向情緒（positive emotion）、全心

投入（engagement）、正向關係（relationship）、正向意義（meaning）和成就

（achievement）五個要素。而正向心理學不只是探究正向心理健康而已，也發展

出許多正向心理學介入（positive psychology intervention [PPI]），以提升人們的正

向心理健康，協助人們邁向心盛（陳景花、余民寧，2019；Seligman, 2012）。正

向教育將正向心理學科學應用於學校之中，其實踐作法即為在學校中實施PPI。

二、學校本位PPI

正向教育就其實踐，係藉由學校本位PPI（school-based PPI）的實施，來提

升學生的幸福感和學校／學業表現（Waters, 2011; Waters & Loton, 2019）。所

謂PPI，是指目標置於增加正向情緒感受、正向行為或正向思考，以提升幸福感

的方案、實作、處遇方法或活動（Sin & Lyubomirsky, 2009）。學校本位PPI，
通常被稱作正向教育，涉及外顯的幸福方案和／或內隱的歷程，它可以應用於

個人層次（學生、老師）、和／或著眼於包括學校文化和社群在內的整個系統

（Huebner et al., 2022）。但如同Lyubomirsky 和 Layous（2013）所強調的，PPI
的目的和適配度是很重要的。這點在學校中亦然，實施學校本位PPI，必須瞭解

個人的想法、行為、情緒和心理需求的滿意度，皆可能中介PPI和幸福感的關

係。此外，在學校中也不宜採用強制的方式對任何一個團體實施PPI，否則是難

收其效的（Huebner et al.,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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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在國外或是國內，皆有許多實徵研究探討學校本位PPI的實施及其成

效。綜觀這些學校本位PPI，可以發現主要應用於學生身上，並且以獨立的方案

或活動為主，涉及所有利益相關者的全校取向方案（whole-school approach）並不

多見（Huebner et al., 2022; Waters & Loton, 2019）。依據Waters 和 Loton（2019）
對國外文獻進行系統性回顧的結果，學校本位PPI的實施，最多是在課堂之中

（83%），其次依序為放學後的課後方案（10%）、學校運動團體（4%）、全校

取向方案（2%）和其他（1%）。以國內的實施情形來看，絕大多數也都是在課

堂之中實施，主要採用獨立式或融入式的課程設計，介入的正向心理構面包括

學生的正向情緒（如：羅婉娥等人，2013）、樂觀（如：吳相儀等人，2008）、

感恩（如：吳相儀等人，2017）、寬恕（如：楊鳳玲、陳柏霖，2017）、正念

（如：謝宜華、黃鳳英，2020）、幸福感（如：陳柏霖，2015）等。

對於學校本位PPI成效的檢視，近年來，除了個別PPI的成效檢驗外，也

陸續出現針對過去學校本位PPI的實徵研究所進行的系統性回顧（Mendes de 
Oliveira et al., 2022; Shankland & Rosset, 2017; Shoshani & Steinmetz, 2014; Tejada-
Gallardo et al., 2020; Waters, 2011; Waters & Loton, 2019）。Waters 和 Loton
（2019）提出可從三個構面瞭解學校本位PPI的成效：所介入的標的要素（例如

感恩介入是否提升了感恩）、幸福感（是否提升了心理健康）、學校／學業結

果（是否提升了學校投入、學業表現等結果）。而綜觀過去應用於學生身上的

校本PPI實徵研究，可發現少有研究同時檢驗三者，大多就其一或其二瞭解介

入成效。只有三分之一的研究會考量到PPI對所介入的標的要素是否具有提升

效果，另外，只有六分之一的研究會在成效檢驗上檢視學校／學業結果（亦即

Seligman所稱的傳統技能）的提升效果。

三、全校取向方案

如前所述，在學校本位PPI中，涉及學校所有利益相關者的全校取向方案少

見。有別於單組分、獨立式的方案，全校取向方案是學校社群中多組分、集體

和協作式的行動，可為創造持續的正向變化提供最佳機會。並且，可以針對各

種內部和外部影響，結合個人、課堂和組織層面來實現預期的結果（Durlak et 
al., 2011; Hoare et al., 2017）。但如前所述，目前涉及整個學校系統以及學校社

群中所有成員的全校取向方案並不多見。這與全校取向方案牽涉層面複雜，從

方案的設計、實施到成效評估皆不容易有關。

在全校取向方案中，最受囑目的範例，要屬澳洲吉朗文法學校（Geelong 
Grammar School [GGS]）的應用模式。GGS位於澳洲維多利亞州，是一所英國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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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會、男女同校的學校，大約有1,500名從學前班到中學（K-12）的學生。該校

於2008年邀請Martin Seligman與其團隊蒞校訪問，自此展開了全校的正向心理學

應用之旅（Hoare et al., 2017; Seligman et al., 2009）。廣義而言，正向教育可說

是在學校中應用正向心理學來促進正向心理健康，讓學生、教職員和更廣泛的

學校社群達成心盛。GGS的正向教育模式，即是透過結構化的框架，在學校中

提升學生、教職員和學校社群的正向心理健康（Hoare et al., 2017; Norrish et al., 
2013）。

該模式植基於六個幸福感領域（PERMAH），亦即Seligman的PERMA五要

素，再加上正向建康（positive health）。為了促進這六個對個人心盛至關重要的

幸福感領域，GGS開展了一系列廣泛的舉措，並持續參考評估的結果和該領域出

現的新證據，發展和改善這些舉措。而支撐所有這些努力的基石，是個人的性格

優勢—普遍被認可、具有道德價值、可促進個人發展和幸福感的特質。在實

施的架構上，包含了四個循環的、相互關聯的歷程：學習它（learn it）、生活它

（live it）、教導它（teach it）和嵌入它（embed it）。學習它，是指以全校社群

的共享方式，來瞭解和參與幸福感科學。生活它，是在個人生活中以獨特的方式

製定證據本位的幸福感實踐。教導它，是提供學生專門用以發現和探索每個幸福

感領域的時間。嵌入它，是採用長期的、全校性的政策和實踐作法，以支持和培

養個人和學校社群的幸福感。必須留意的是，此一架構雖是為了那些承諾將以全

校取向方案實施正向教育的學校所設計，但很重要的是，每個歷程的實踐都應該

要考量學校本身獨特的背景和文化（Hoare et al., 2017）。

四、實踐考量

學校若欲實踐正向教育，必須瞭解到成功的學校本位PPI應該要具備幾個核

心品質。首先，它要具有能夠回應學校需求的清楚目標，並且，最好已經過成

效的評估，展現出良好的長期結果。其次，它能夠為機構、學生的聲音和參與

創造機會，在這個過程中，會讓學校社群的所有成員參與進來。再者，它應該

要能夠永續，這會涉及到需要提供教師訓練和資源，並具有評估機制和未來規

劃（Huebner et al., 2022; Vella-Brodrick et al., 2020）。

Slemp et al.（2017）統整歸納澳洲學校實踐正向教育的經驗，指出學校在考

量應用正向教育時，需要加以考慮的議題，包括：方案的界限（應將誰納入方

案之中）、外顯和內隱策略（應明確在課堂中作教導還是內隱嵌入學氣氛與結

構之中的程度）、架構（有一個可引導正向教育努力的特定架構）、語言與文

化（應使用能符應學校文化的語言）、預期的結果（預期的方案結果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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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如何進行方案評估）、實施時間表（哪些需要立即實施、哪些需要長期

實施）、潛在阻礙（可能會遭遇哪些阻礙）、資源（有哪些可用資源、如何

作有效運用）、培訓和諮詢（需要進行哪些以及多少的培訓、是否需對外諮

詢）、永續性（如何讓方案永續經營、可透過哪些策略）等。

Arguís-Rey（2021）提出若要成功實踐正向教育，應針對正向教育方案進

行四個基本考量，包括：（一）應有堅實的科學基礎，所包含的是證據本位的

活動；（二）採用包含多元領域的多向度介入，而不是著眼在非常特定主題偶

一為之的介入；（三）應融入學校的課程，並嵌入學校文化之中；（四）實踐

必須建立在一個道德價值系統之上，並且應讓這些價值明確可見。除上述四個

可能影響成功實踐的影響外，也需考量是否採用像GGS模式這樣的全校取向方

案、如何成功組合外顯課程和內隱課程、如何將情境與文化因素納入，以及如

何測量與評估等。並且，對於正向教育在實踐上可能會有的阻礙，也需要審慎

面對，常見的阻礙包括：學校不認為幸福感是重要議題；教師認為學業與幸福

感在教學上難以相容，抱怨沒有時間精力可因應這麼多的課程和評量要求；教

師缺乏來自其他老師、校長、領導團隊或董事會的支持；教師培訓由不合格的

專家所擔任等（Arguís-Rey, 2021; White, 2016）。

五、結語

正向教育，不只是正向心理學在學校中的應用，更是學校教育目的重新思

維的結果。學校透過實施學校本位PPI實踐正向教育，讓學生從中習得幸福感技

能，除了提升幸福感之外，也能促進更好的學校／學業表現。欲在學校中實踐

正向教育，心態上不能只將學校視為一個應用正向心理學知識的場所而已，必

須體認到它是一個教育機構，也是一個社群。因此在實踐上，應考量學校本身

的情境脈絡與文化，納入學生之外的其他成員和整個學校社群，審慎面對可能

的阻礙，透過妥善的規劃、有效的資源結合和適當的評估機制，讓學校本位PPI
得以永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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